約翰‧納什在北京的國際數學家大會       [美] 李學數
純粹的數學是美麗的。-------約翰‧納什(John Nash)
從統計學看來，任何一個已經66歲的數學家或科學家都不可能通過持續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礎上更進一步。但是，我仍然繼續努力嘗試。------約翰‧納什(John Nash) 《諾貝爾獎得主自傳》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什(John Nash Jr‧)的個人經歷拍攝的電影《美麗境界》（A  Beautiful  Mind）榮獲第74屆奧斯卡獎最佳影片獎，以及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和最佳女配角等其他三個獎項後，納什也變成了中國家傳戶曉的人物。

在北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來自英國康橋大學的史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納什讓中國人體會到了數學科學帶來的激情。 他們的出現使得科普著作《果殼中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 )和科學家傳記《美麗境界》(A beautiful Mind) 的銷量在短時間內超過了市場營銷類圖書，及關於商界、演藝界和體育界明星的暢銷圖書。
兩年前中國曾出版過納什傳記《普林斯頓的幽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中文版，一直備受冷落。最近，這本傳記根據電影《美麗境界》改名，重新設計裝幀，還添加了一個醒目的腰封，面世後果然反響不凡，銷量大增。北京師範大學的王梓坤教授 給我的見面禮物就是厚厚兩本納什傳記------《美麗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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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什觀看拍攝電影《美麗境界》和主角在一起

納什(6‧13‧1928---    ) 自幼個性孤僻，不善於與人交往。他寧願看書也不願出去和同齡的孩子玩耍。爲了讓他學會社交，身爲拉丁語教師的母親讓他在放學後再去上舞蹈班，可他寧願抱著椅子跳舞，也不願意邀請女孩跳舞。

納什小時候的數學成績並不出色。13歲時，納什閱讀了一本關於數學家的書。這是納什第一次真正接觸數學，第一次領略到數學的神秘和美麗。從這以後，納什的數學就突飛猛進， 老師往往要演算一黑板才能解決的難題，他只用幾個簡單漂亮的步驟就把問題解決了。

中學畢業後，納什獲得了西屋中學生獎學金進入匹茲堡的卡耐基技術學院（現爲卡耐基－梅隆大學）化學工程系，但他在數學方面的天賦遠遠超過工程，教授建議他改上數學系。

卡內基工學院的老教授達芬（R‧J‧Duffin）在他的推薦信中只有一行字：“此人是個天才。”(This man is a genius )1948年，大學三年級的納什被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和密執安大學同時錄取， 當普林斯頓數學系主任萊夫謝茨（Solomon Lefschetz）覺察到納什的猶豫時，就立即寫信敦促他選擇普林斯頓，這促使他接受了一份1150美元的獎學金。萊夫謝茨的名言是：“我們喜歡搜羅那些前途遠大並虛心好學的年輕人才。”從卡耐基畢業後，納什進入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

在普林斯頓，英俊和有著英國貴族般氣質的納什被人看成一個壞蛋和天才的混合體。

納什在普林斯頓開始接觸到了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博弈論(Game Theory)，他大膽地提出了納什均衡理論(Nash equilibrium)，開闢了研究的新思路。納什曾在馮·諾伊曼的辦公室裏和他討論“納什均衡”的問題，但馮·諾伊曼卻說：“這很明顯只是個不動點定理。”數學系的高年級同學蓋爾(Dwied Gale)看出了納什觀點的意義，他建議納什將觀點寫入論文並推薦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刊》上，並爲此起草了給國家科學院的備忘錄。萊夫謝茨立即將這份備忘錄遞交科學院，納什的論文在刊登在11月的期刊上。蓋爾後來說：“我那時候一眼就看出這是一篇博士學位的論文，但我當時並不知道它會成爲一個諾貝爾獎的獲獎作品。”1949年，納什以論文“非合作遊戲”獲得數學博士學位， 那一年他才21歲。

1950至1953年間，納什發表了四篇對博弈論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證明了非合作博弈均衡－納什均衡的存在， 被愛因斯坦(A‧ Einstein)、馮·諾伊曼等世界級大科學家看好。納什引入了合作博弈和不合作博弈的區別，並成功地開啓了將博弈理論應用到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進化生物學的大門。由於在博弈論、微分幾何、代數幾何和非線性理論方面取得的成就，風華正茂的納什被《財富》(Fortune)雜誌推舉爲同時活躍在純粹數學和應用數學兩個領域的新一代天才數學家中最傑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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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華正茂的納什和妻子艾利西亞(Alicia)
納什成爲麻省理工學院的穆爾講師時只有23歲，但他非常厭倦教學工作，因爲這與他的研究有衝突，他曾讓學生們相互給對方打分，這樣他就不必爲此勞神。1957年2月，納什和美麗高雅的艾利西亞在華盛頓特區結婚，然而納什卻在三十歲時不幸患上了妄想性精神病(paranoid schizophrenia) 。由於經常發病，納什被迫放棄麻省理工學院的教職，他沒有再發表論文，也沒有學術職務， 變成了普林斯頓幽靈。1960年後，納什開始在普林斯頓遊蕩，艾利西亞覺得讓丈夫置身于數學家中也許會受益，她將嬰兒留給自己的母親照料，自己則照顧納什。納什在妻子艾利西亞的精心照料下， 30年後又恢復了健康。

70 年代初，我在法國和菲爾茲獎獲得者阿歷山大‧格羅丁迪克教授 (Alexandre Grothendieck1928-- )的指導下學習數學。 從格羅丁迪克教授那裏我第一次聽到納什的故事， 納什曾經和太太遠赴法國巴黎，躲避所謂蘇聯共產黨人對他的追蹤和追捕， 他放棄了美國國籍申請難民保護， 格羅丁迪克教授曾經對納什夫婦伸出援助之手，對他們加以照顧。如果納什沒有古怪的舉止和心智狂亂精神不正常，他是有可能獲得菲爾茲獎。
    80 年代，我在加州州立大學教書，同事D教授過世，人們丟棄了他辦公室的東西， 我撿了兩本他的手稿， 駭然發現裏面是納什和D教授研究語言與數學的神秘關聯，用統計方法從隨機字尋找特殊規律性的問題(在電影《美麗境界》（A Beautiful Mind）中重現了納什研究的問題(
今年七月中旬，我去美東紐澤西州羅格斯大學的組合數學研究中心演講，見到了久別三十年的老朋友丁教授，丁教授年青時曾被格羅丁迪克教授所迷惑，離開美國去法國，明知他有妻子兒女，卻與他同居，後來生了一個兒子( 然而，我的老師格羅丁迪克教授卻像中國的李叔同在事業最高峰的時候抛棄榮華富貴，抛妻棄子，後成爲弘一法師那樣，他也放棄了高薪職位和學術領導地位，抛妻棄子， 像苦行僧似的在偏遠的山區過著孤獨的生活(
丁教授和兒子在法國巴黎生活艱難，在我的勸說下，丁教授回到美國，並幸運的找到一個心地善良的數學家照顧收留她們母子。這位數學家和我在學術上有親屬關係，他是我的師祖的師兄弟，丁教授的兒子現在已經是博士生(
1959年5月，納什和艾利西亞唯一的兒子查爾斯出生，當時納什正在波士頓的麥克利恩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由於納什的病情反覆發作，查爾斯小時候與父親的分別多於見面。1963年，精疲力竭的艾利西亞和納什離婚了，她認爲從婚姻中解脫出來對納什也許有好處。艾利西亞與納什離婚後沒有再嫁，她以微薄的收入和親友接濟，照料他和兒子。納什的朋友和同事也竭盡所能幫助納什，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 - 1967 )曾從國家科學基金會那裏申請6000美元，用於資助納什， 人們認爲:“如果在幫助納什返回數學領域方面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哪怕是在一個很小的方面，不僅對他，而且對數學都很有好處。”
納什在妹妹馬莎(Martha)家短暫的住過一段時間，但他們無法融洽相處。1970年的新年之初，馬莎將納什送進了療養院，兩個月後納什出院，氣憤之極的納什給馬莎寫了最後一封信，斷絕與她的全部聯繫。

1970年，艾利西亞出於憐憫、忠誠以及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別人願意收留他的事實，提出讓納什住在她那裏，她照顧納什，不讓他有任何壓力。但是，就在這一期間，艾利西亞害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才華橫溢的查爾斯得了和父親一樣的病，他像父親那樣喜歡下棋，而且獲得過學校比賽的冠軍，也像父親那樣精通數學，不幸的是，查爾斯在13歲的時候就出現精神分裂症的症狀，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最終獲得數學博士學位。

無獨有偶，查爾斯‧納什在羅格斯大學的數學研究辦公室和丁教授相鄰，他的性格也像父親年青時那樣有些恃才傲物，他喜歡找丁教授聊天，有時就躺在她的辦公室的沙發上睡覺。查爾斯遺傳父親的神經病，但他的疾病比納什的更加嚴重，更加需要治療。
丁教授和老納什也很熟悉，她說可以帶我去普林斯頓拜訪他 ( 那天下午，我沒有參加會議，花了四個小時和我的兒子念祖一同去普林斯頓。沿路中，丁教授和我們談及了納什的一些往事，她說老納什現在還是很用功，時常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圖書館或高等研究中心讀書及作研究，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有世界上最豐富的數學資料，每天24小時開放，這裏便成爲納什的庇護所。納什通常都獨自坐在角落裏，攤開一堆紙作研究。有一次，納什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中心，走向牆壁，一次又一次用頭撞牆，雙目緊閉，握緊拳頭，抱怨疾病毀壞了他的創造力。 

那天我們在數學系沒有見到老納什，可是卻碰到了老朋友約翰(康威教授(John Conway)，他向我們講述他最近發現一個用圓規和直尺構造正五邊形的方法。

我們再去高等研究中心時，遇見了我的老師最優秀的學生比爾(德林(P‧ Deligne)，他也是菲爾茲獎的獲得者，現在研究中心當教授。我們也快有三十年沒有見面了，他也垂垂老矣。由於沒有見到老納什，德林便帶我們去參觀數學研究中心參觀，在那裏我們看到了我的祖師爺的相片挂在牆上。我、兒子和德林教授在愛因斯坦工作過的地方拍照留念。

8年前，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林德貝克說:“納什與衆不同，他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表彰，生活在真正悲慘的境地中，我們應該盡力將他帶到公衆面前。在某種程度上使他再次受到關注，這在感情上是令人滿意的。”

1994年10月的第一個周末，納什參加了那天舉辦的一個數學研討會，他正要離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教授、納什的好友庫恩（Harold Kuhn 是1980 von Neumann獎獲得者）在門口趕上他，他提議和納什談談，然後一起吃午餐。倆人在一片草地旁的長椅上坐下來，起初略有些駝背的納什像往常一樣並不直視庫恩的臉，而是盯著遠處的某個地方。庫恩對納什說：“我有件事要告訴你，次日早晨你應該在家裏接聽一個重要電話，打電話的人是瑞典科學家的行政秘書，他將要告訴你，約翰，你已經獲得了諾貝爾獎。”1994年，納什在他的66歲時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成爲了媒體關注的焦點。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艾利西亞說納什是她的“房客”，他們住在一起實際上就像同一屋檐下的兩個關係疏遠的人，現在他們已經複婚了。現在國家科學基金會給予納什研究金作研究。
納什首次訪問中國

8月12日下午，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迎來了一臉清瘦，氣質憂鬱，身材高挑的美國科學院院士約翰‧納什。

這是納什首次訪問中國，他在北京作短暫停留後，便前往青島參加在那裏舉行的“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ICM 2002)的一個衛星會議。納什在國際數學家大會上除了做報告不接受媒體的採訪，他明確表示不希望媒體炒作。納什多次無情地拒絕媒體記者的採訪，拒絕追星族簽字的要求。納什做報告的那晚，無數人瘋狂地追逐著他的身影， 媒體的聚光燈一次次對準他。會議落幕後，納什就迅速地離開會場，只留給大家一個孤獨的背影。

8月13日至17日在青島大學，納什以特邀報告人的身份做主題發言，探討他所奠定學根基的博弈論的發展趨勢。13日晚上，納什從青島大學校長徐建培手上接過了青島大學名譽教授的證書，以及刻有納什英文名字的水晶印章。

出於“吝嗇”時間的考慮，納什拒絕了青島市政府邀請他參加青島啤酒節開幕式， 儘管艾利西亞認爲這不禮貌。

8月19日下午5點，北京機場迎來了神情略顯疲憊的納什夫婦。十來名記者，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章祥蓀和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組委會的人員迎接他們。對於記者提出的第一次來中國感受， 納什歸納爲兩句話：“我很開心，”“很快樂”。至於他的均衡論，納什說：“這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談。”艾利西亞說：“我先生將在大會上發言，我們還會登長城、遊覽頤和園。中國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8月21日晚上，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納什面向中國公衆做了一個公開報告。可以容納3000人的報告廳被擠得水泄不通。納什穿著考究的深色西服，繫著紅白格子的領帶，灰白的頭髮整齊地朝一邊梳著， 顯得神采奕奕。

在會議室入口處的幾十名記者完全把組織者“不許使用閃光燈”的警告置之腦後，他們互相擠來擠去，舉著各式各樣的相機瘋狂地拍照。並把來京後一直不接受採訪的納什圍堵了近１０分鐘，最後還是中國數學會理事長馬志明將記者勸走後，納什才得以解圍。 
聽衆們想目睹納什的風采， 要不是戴著紅色貝雷帽的保安努力維持秩序，還不知道會鬧出什麼事。後來納什乾脆在前排座位上坐下來，讓人們盡情拍照， 由於不適應閃光燈如此長時間地閃個不停， 納什一度沮喪地低下了頭。

李白說：“自古聖賢皆寂寞。” 納什甘願“孤獨” 不炒作自己，有著隱藏深沈的力量， 而對圍在他身邊爭取採訪的浮躁人們視而不見，表示冷漠， 隨行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格里菲斯(Phillip A‧ Griffiths )對北京聽衆對他熱情的關注困惑不解，因爲在美國，並沒有人把他的老同事當成是一位大明星。
大家都想一窺這知名的傳奇人物：”我們不懂納什，他是《美麗境界》的電影和傳記中挑戰命運的不屈靈魂的原型， 讓我們想一睹真人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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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什在介紹他最新的成果《通過代理來研究合作中的博弈》時，儘管十分鐘前的會場還是一片騷動，但當報告開始時，大廳瞬間就安靜了下來。納什告訴在場的聽衆，近些年來，他更多地思考著這樣一個理念，即把博弈作爲重複博弈來研究。這項工作可以追溯到他在1966 年的“科學夏令營”上對博弈論的思考。
    在整個演講過程中，納什一直保持著嚴肅愁苦的神情沒有笑過。他用一種低沈而憂愁的聲音說:“代理模型已到了可用電腦軟體進行研究的程度，但現在還不能對計算結果妄加評論，去年的簡單模型已經産生了一些問題，我正在考慮一個更複雜的模型，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得到更好的結果。”
    納什在解釋著名的“納什均衡”是如何建立的理論時，即使用十分通俗的語言，聽衆也很難完全理解。8時30分，納什演講完畢收起幻燈片，說“感謝你們來聽演講”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而先前的騷動又出現了，台下很快又擠來擠去了一堆人，他們又在給納什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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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澳門的一對激動的母女-----澳門大學數學家金小慶和１０歲的女兒金煜準備給納什獻花，但不幸被保安人員擋在了入口處。提問的話筒傳到了台下一位穿黑T恤的女士手中，這位顯然學過博弈論的女士開始提問專業問題，而納什則一一的回答她的問題。她提了一個問題，又提第二個，第三個，不肯把話筒交給別人……會場上有人開始鼓倒掌，後來話筒終於交出去了。
金小慶和金煜母女上 台獻花，納什看了她們一眼，一時竟有些不知所措，沒有立即接受她們的鮮花。母親下臺後，她的女兒則留了下來。小女孩不明白納什爲什麼還在在埋頭整理自己的演講稿，這時艾利西亞走上台，接過了鮮花，她使勁嗅了嗅鮮花向大家致謝，以此答謝熱情的北京聽衆對他們的祝福與厚愛。北京的一家媒體第二天以《敞開美麗境界》爲題，報導了“中外聽衆近3000人蜂擁而至聆聽納什演講深奧理論”的盛況。
納什對待學術交流會議的態度卻是非常認真嚴謹的， 專心致志於自己所鍾愛的事業。 每天都是8點鐘準時到達會場，從不遲到和早退，心不旁騖地聽完每一場報告。
     8月27日，在清華理學院一層大廳，納什與來自數學系、力學系和經管學院的學生進行了一場４０分鐘對話座談，容納30人的清華數學系禮堂小而緊湊，幾把椅子排成行，把納什圍在中間。 納什面無表情，用他低沈有些含糊不清的聲音簡單地一一作答學生們的合適，或者不合適的問題。
“您能比較一下電影《美麗境界》和現實生活中的自己嗎？”
納什自己說：電影是虛構的，放入了一些大家可能感興趣的東西，可現實生活卻必須按部就班，它比電影長得多，艱難得多。 

   “作爲一個數學家最重要的是什麼？”
“興趣是成爲數學家最重要的因素。”

“您認爲自己是數學家還是經濟學家？”

“我認爲自己是個解決了經濟學問題的數學家。”納什接著說：“數學越來越多地被應用於經濟學。其實，在經濟學論文中應用數學會看上去很美。” 
    “您怎麼看數學越來越多地融入經濟學？”
“你所說的是經濟學的分支數量經濟學。”…… 
“您能預計中國何時拿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諾貝爾獎嗎？”…… 

納什還參觀了清華大學校園和圖書館， 清華座談是納什在北京的最後一站。他們對此行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如今，納什已經基本恢復正常，並重新開始科學研究，。談起往事，他認爲：人生是一種經歷，痛苦不僅是掙扎和鬥爭，也是一種體驗。成功與否在很多時候就在於有無堅強的信念，是否會有勇氣去付諸行動。
納什很用功， 74歲時仍舊孜孜不倦的研究。他說：“從統計學看來，任何一個已經66歲的數學家或科學家都不可能通過持續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礎上更進一步。但是，我仍然繼續努力嘗試。”儘管納什獲得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依然認爲自己是個研究純數學的數學家。他說：“純粹的數學是美麗的。”
一大批出版社、圖書館、書店紛紛圍繞數學家大會搶奪“科普商機” 。在納什參加中國會議期間，全中國各大書店出現了搶購記述納什生平的傳記《美麗境界——納什傳》的風潮。但出版此書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上海、長沙等地，相繼發現了不法書商盜用出版社名義非法印製的所謂“電影小說版本”《美麗境界》，並將質量低劣的盜版VCD與盜版書捆綁銷售，這也是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個反思。

丘成桐這位第一個華裔菲爾茲獎獲得者呼籲：全社會應形成一種景仰偉大科學家的風氣，這對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至關重要。北京發表<<納什“孤獨的背影”告訴我們什麼？>>的文章中寫道:”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某些唱過幾首歌、得了幾枚獎牌、獲了一次獎的文體影視“明星”，某些有點創造成果的科技“明星”，某些取得一定政績的政治“明星”，不是馬不停蹄地去繼續努力，而是急於“表現”自己，熱衷於引起“轟動效應”，匆匆忙忙穿梭於媒體和各種社會場合之間。雖然煞是“風光”，但卻不是從此“暗淡”下去，就是事業“受阻”。才露“尖尖角”即迫不及待地炒作自己，與納什等巨星的甘願“孤獨”相比，就更相去甚遠了。” 
《中國青年報》 2002年8月22日發表了馮玥的文章<<是什麼創造了納什奇迹?>>， 問如果納什在中國的 命運會怎樣？:” 從納什的傳記來看，他在生病前就不是一個善於爲人處世、受大多數人歡迎的人，他有著天才們常有的驕傲、自我中心的毛病。他的同輩人基本認爲他不可理喻，他們說他“孤僻，傲慢，無情，幽靈一般，古怪，沈醉於自己的隱秘世界，根本不能理解別人操心的世俗事務”。 
     現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的華人學者樊明太說，普林斯頓有很強的包容性，所以納什這樣的怪才能在這裏得到各方面的關愛。 
     如果納什生活在某個中國現代大學裏，他的命運會怎樣？他是否能在學校自由出入，並且能隨意使用學校的圖書館和電腦中心，甚至還有免費的賬號？他是否能得到足夠的尊重和關愛？這種關愛，不僅是人們對他的關心，也包含人們對他的自由的尊重，也就是說他是否能夠被免除背後的指指戳戳，悠閒自得地“享受”幽靈般的生活？他的學生是否會給予他足夠的尊重？他在黑板上的亂塗亂寫會不會因爲遭到某個清潔工的抱怨而被禁止？當他受到質疑時，有沒有同事勇敢地站出來爲他辯護？他是否還要爲職稱、住房甚至兒女的工作、成長操心？他的成就還能否參加各種學術評獎？如果他一直沒有康復呢？” 
我們的民族性對弱小者的漠視和缺乏尊重同情這也是值得注意思考的問題。

納什帶來的激情喚醒中國數學找差距

在國際數學家大會結束以後，人們認識到，中國大師級的數學家還是太少，中國數學離世界先進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 應該做些什麼。丘成桐說:“我們的科技水平和國外確實有一段距離，數學也比較落後，對世界影響不大。中國數學離世界一流水平差得還很遠。”
不少專家都提到了阻礙中國數學發展的幾個原因：中國的數學教學體系限制了學生們想像力、創造力的發展；科研體制的重量輕質，急功近利；數學科研人員待遇偏低，吸引不了人才等等。中國數學的這種尷尬只是基礎科學研究現狀的一個縮影。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連續4年空缺，反映了包括數學在內的基礎科學研究的水平還處於較低層面。
   9月2日人民網發表文章《尋找咱中國自己的“霍金” 》: “近日在北京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這個大師雲集的舞臺之上，英國康橋大學的霍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納什以及8位菲爾茲獎得主紛紛登臺亮相。但作爲這次大會的東道主，中國的數學大師們在這些國際巨星的映襯之下，卻顯得黯然失色了。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我們本土的科學家在國際學術舞臺上處於如此尷尬的地位呢？
首先是急功近利和唯考是取的人材培養機制，使得産生大師級人物的土壤嚴重沙化。我們國家在基礎教育階段存在的應試教育傾向，使得學生一個個都變成了“考試機器”，他們時時在爲考分忙碌，整天在爲“標準答案”分心，哪有時間去思考問題，去開發自己的興趣。如此教育模式，最終將學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以及創新精神悉數抹殺殆盡！即便是大學階段，因爲就業競爭因素的影響，使得大學生更多地考慮更現實的就業問題，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能找上一個好工作和如何能掙上更多的錢之上了。在此教育模式的導引下，師生雙方均爲“分數”而瘋狂，他們的共同目標，就是令學生考取學位，拿取文憑，並找到一份待遇高、有前途的工作。如此，知識只是一塊敲門磚，一旦達到目的，就被棄置一邊了。
    其次是學術研究投入乏力，學術殿堂猶如“雞肋”，難以對人才形成磁鐵效應。著名美籍華人數學家陳省身1998年在接受《美國數學會通訊》採訪時曾說：“中國數學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是研究人員待遇太低。”以當年度爲例，數學院的正研究員月收入多者不過七八百元，即使混到院士的份上，月收入也不過一千五六百元，甚至不及一個計程車司機月收入的二分之一。故當歐洲的海森伯們整天沈醉在一些重大科學問題之中而引發了物理學革命之際，我們中國的科學家，甚至還得爲每天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之類的生活瑣事而消耗腦細胞。靠學術殿堂如此的魅力，又如何能吸引來青年才俊呢？當然，近些年此類狀況已大有改觀，但距某些熱點行業的從業人員的待遇仍有不小差距，距發達國家的科研人員待遇就相差更遠。
    再者是缺乏創新氛圍，學界浮躁之氣久飄難散。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但由急功近利心態的驅使，許多科研人員再沒了陳景潤那“十年磨一劍”的精氣神，而是熱衷論文的數量多少和刊發級別高低，浮躁之風愈演愈烈。更有甚者，一些研究人員爲應付評審，乾脆弄虛作假，騙取榮譽。正如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院長楊樂院士所說：“基礎研究不能搞短平快，寫10篇平庸的論文不如寫1篇不錯的論文，寫10篇不錯的論文不如寫1篇突出的論文。”但一些管理部門做了投入以後，卻希望馬上看到成果，採取的評價辦法又過於簡單，僅僅看你發表論文的數量、院士的多少等。這種管理體制，滋長了這股浮躁之風。” 有如此風氣的導引，不出優秀人才，不出重大成果，已不足爲奇，就更別提誕生“中國霍金”了。
 朱新美在人民網9月05日議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作風，一發現什麼新問題，就說是我們的體制造成的。…‧  最近，又發生了一起運用體制做文章的事，讓人感到有點無奈。國際數學家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一個大師雲集的舞臺，但中國數學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大師在數學家大會上作報告，而只有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特聘教授田剛應邀作1小時大會報告。8月22日的《南方周末》有文章說，實際上，田剛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全職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美國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份光彩並不屬於中國本土的數學家。
    中國出不了世界級的大數學家，有人認爲是體制的問題。在前幾年的表現是工資收入體制上，研究人員待遇太低，1998年，在數學院，正研究員的月收入最多爲7、8百元，即使是院士，月收入也不過1千多元，而一位計程車司機每個月可以掙3千元，這樣一份收入，當然沒法讓我們的一些青年科學家盡心盡力研究，於是就有過這樣的抱怨：每天考慮的是柴米油鹽，上下班接送孩子，買便宜一點的菜和衣服。但是現在呢？助理研究員的月收入近3000元，正研究員的收入達到了6000元左右。數學院還獲得3000萬的投資，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大樓。辦公條件好了，還是沒有什麼在國際上叫得響的成果，於是有人認爲還是體制問題，管理部門要求論文的發表數量制約了基礎研究。
     簡單地怪罪體制是不恰當的，可以說，現在體制上的某些缺陷和存在的問題是上個世紀50、60、甚至是70年代形成的，而正是在那個體制有著存在嚴重缺陷的時代，卻出了個陳景潤。我們敬仰的陳景潤先生就是在那個時代，坐在那6平方米的小屋中，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筆，耗去幾麻袋的草稿紙進行數學研究，從而取得了聞名世界的成果。我敢肯定，現在最差的研究環境也要比陳景潤好，可爲什麼沒有産生陳景潤第二呢？還是數學院副院長袁亞湘說得好，“現在數學研究的軟環境還不如陳景潤他們那個時代。”這恐怕就是出不了陳景潤的根本原因了。這種“軟環境”，我的理解是物欲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問題，二者不可兼得。

搞研究做學問要的是一種孤獨的精神，越往上攀登同伴就越來越少，也正如霍金在《果殼中的宇宙》一書中引用過的莎士比亞《哈姆雷特》裏的一句臺詞所說的：“即便把我關在果殼裏，仍然自以爲無限空間之王！” 我們完全可以用這一句話來形容他及陳景潤先生的生活及取得的成就。要像霍金、陳景潤那樣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當然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他們那種研究境界卻是一個真正的研究者必須達到的。如果我們的科研人員能在眼下物欲橫流的現實中，置五星級酒店、寶馬賓士、別墅草坪、桑那按摩於不顧的話，我想出幾個陳景潤還是有希望的。”

傅振國《放眼中國的數學星空》說:“例如，一些人的功利觀點太重，數學幾成冷門。學生和家長瞄準的是畢業就能賺大錢的專業。能像華羅庚、熊慶來、陳景潤等數學家前輩一樣，忍得住窮困，耐得住寂寞的人不多了。而數學好像是在故意考驗人們，連菲爾茲這樣的最高級獎項，獎金也不過4000美元。
     學術考核評估機制存在相當大的問題。一些單位把發表論文的數量與獎金、評職稱掛鈎，導致很多人去尋找討巧的題目而迴避原創性研究。缺少原創性研究，獨創的東西不多，正是中國數學落後的“命門”。
    改革教育制度，培育科學精神，完善科研機制……都是復興數學強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同一天人民網文志傳對一些教授急功近利投機取巧弄虛作假抄襲剽竊提出這樣的看法:“ ……教授必須上課，因爲這是構築金字塔基礎必不可少的工程。然而我們的確有些教授只做課題不上課，尤其不願意上基礎理論課，這不但不利於基礎理論的建設，也不利於基礎理論隊伍的建設。“板凳要坐十年冷”，切莫熱衷於上鏡頭、做廣告，搞什麼“自我宣傳”。無論是霍金、納什，還是華羅庚、陳景潤，都是坐冷板凳坐出來的，如果他們急功近利，能有令人矚目的成就嗎？張恭慶院士直言不諱：上一屆獲得菲爾茲特別貢獻獎的懷爾斯教授“兩耳不聞窗外事”，潛心鑽研7年才攻克“費馬大定理”；這一次，拉佛閣也是花了近10年時間，才在“朗蘭茲綱領”上獲得突破性進展的。他確信：“一流成果需要十年磨一劍的恒心；數學大師更離不開幾代人的薪火傳承。” 其他科學亦然。”
     網友朱新美所說的：(如果我們的科研人員能在眼下物欲橫流的現實中，置五星級酒店、寶馬賓士、別墅草坪、桑那按摩於不顧的話，我想出幾個陳景潤還是有希望的。( 這句話很有現實意義。數學院副院長袁亞湘說得好，“現在數學研究的軟環境還不如陳景潤他們那個時代。”本人也認爲這是中國鮮見世界級數學家的根本原因。
    回頭再看一下數學家陳景潤的研究事蹟，我們發現陳景潤先生真的是達到了“即便把我關在果殼裏，仍然自以爲無限空間之王！”的境界。似乎大科學家都有這種精神境界。這種精神難道不值得我們現在的科學家學習嗎？
在此，我們要感謝老一輩科學家爲中國所作的成就，正是因爲他們艱苦的奮鬥取得的“兩彈一星”的巨大成就，才真正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我們除了感謝這點外，還應感謝他們爲中國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那就是被稱之爲“兩彈一星”的精神。”
有人卻說難道不是體制問題嗎？:”對於《中國鮮見世界級數學家是體制問題？》這篇文章的觀點，我不同意，也很反感，我認爲這裏根本不是在論證一個問題，而是在用意識形態給別人戴帽子。如果說這篇文章認爲不能啥事都扯到體制問題上，那我又要問，爲什麼不考慮體制因素？
    不說別的，就說我國難出大家這件事，如果收集的資訊充足，並且能夠做一些比較，那麼就很能看出，中國的體制問題實在是不容忽視。以前不是有報導說，爲什麼我們很多科研人員，在國內搞不出什麼名堂，可是一到國外，成果就出來了。還有報導說，爲什麼我們很多留學國外的人員不回國，有人專門對此作了採訪調查，結果很多被採訪調查的留學人員說，國內缺乏科研的氛圍，難出成果。在國內往往是各種應酬會議等等多的不計其數，於是乎研究人員很難有心思和時間潛心研究，而在國外，研究的環境寬鬆，研究人員願意投入到研究中去，甚至吃飯睡覺都在考慮問題。這麼看來，我不知道上述問題是不是體制問題。
   我明白上文想要表達的一個觀點是，想把責任推到研究人員個人身上去。可是我就不明白，同樣的人，在國內國外兩個不同的環境下，結果會差別那麼大？！我們不能不看到國內的科研環境，以及在此環境下，我們很多科研人員究竟所幹的有多少是分內的事，以及這些人“不務正業”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不管怎麼講，我認爲把原因歸結到個人身上是難以站住腳的，因爲這不是個別的事，而是比較普遍的情況。這，難道與體制無關嗎？
    上文厭煩啥事都扯到體制上（原文話：“體制成了一個筐，什麼爛事醜事無能的事都可以裝進去”，“體制問題成了他們挖社會主義牆角的擋箭牌”），明眼人一看，這就很帶有意識形態色彩。嗚呼！我不想多說了，我想這個世界終究是競爭的世界，而競爭是殘酷的，既然不願意去找自己體制的毛病，那麼當然就只有等著吞咽失敗的苦果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科學家也是人，尤其是年輕的科學家。科學家中男性佔據絕對優勢，而在當今的社會中男性所承受的社會責任和壓力遠大於女性。文章中所舉的陳景潤是極其特殊的例子，陳景潤的個人問題的解決也是依靠組織幫助的，試問現在還有那個小夥子肯象陳景潤那樣孤守清平？
     我們要解決的是現實問題，所以要求我們做到與時具進。社會的現實是沒有人肯在現在的條件下“賣力”了，讀書好的人不是出國就是謀一高薪職位。如果社會條件好的話，爲什麼沒有人肯去做這件事呢？”
     雲南省西雙版納景洪農場中學高級教師 黃敬川《我國不可能出世界級科學家的原因》 : “我們都生活在中國，對中國的情況最了解。有些單位的技術尖子，要麼被“提拔”當了官，荒疏了業務，要麼被壓得擡不起頭來，要麼跑到外國去了。您說，我們能夠出世界級的數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嗎？” 

對一些想要深入瞭解納什的數學工作的讀者， 請看新書: ”The Essential John Nash” Edited by Harold W‧ Kuhn and Sylvia Nas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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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瞭解納什的均衡理論在經濟數學的應用的讀者， 請看
Milnor， J‧ “A Nobel Prize for John Nash‧” 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 17， no‧ 3 (1995): 11–17‧ 
Myerson， R‧ B‧ “Nash Equilibrium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1999): 1067–82‧ 

Rubinstein， A‧ “John Nash: The Master of Economic Modeling‧”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7， no‧ 1 (1995): 9–13
